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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毒癮男女：性別角色與生命歷程之社會建構觀

宜蘭分會 副執行秘書 黃淑美
第一章  緒論
我國的毒品犯罪問題一直是政府揮之不去的夢魘，這從以下的統計數據可略知一二。根據八十六年十二月法務部資料：在毒品案件定罪的人數中，有九成以上為施用毒品者。因毒品犯罪（觸犯肅清煙毒條例、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判刑後送監獄執行之受刑人，每兩人中即有一人為毒品犯，他們已儼然成為監獄人口中的最大族群。九十一年底法務部的資料顯示：各戒治處所之輔導員、臨床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員，分別只有二十一人、三十三人與二十一人，卻要面對八千多位受戒治人之心理輔導、處遇、家庭與社會關係評估，以及藥癮戒治臨床心理等諸多事項，確實造成很大的工作負荷。因此，多年來，政府雖已投注大量人力、財力於反毒、拒毒之路，但是，煙毒犯再犯同罪名之數據仍然偏高。

研究者曾於九十二年下半年期間，先後參訪財團法人基督教沐恩之家從事戒毒輔導有關業務，據新園輔導所、屏東輔導所工作同仁表示：會到機構戒毒，通常是施用毒品者的最後一條路。因為他們已無計可施、無路可走、無處可去。換言之，戒毒首要條件必需當事人有此覺醒，否則，別無他法。戒毒的最終目的不外乎是：協助施用毒品者拒絕毒品之誘惑，並且戒除毒癮，以預防社會問題之發生，期使他們能夠融入社會體系裡。因此，本研究擬以毒癮男女進行質性研究，試圖從社會建構理論觀點回答以下三個主要問題：（一）施用毒品至入監執行期間，最悲痛、最難過與最感動之經驗，是否男女有別？（二）毒癮男女與生命歷程間之關聯性如何？（三）毒癮男女戒癮成功之顯著差異是什麼？
第二章 理論探討
一、性別角色

（一）性別特徵與兩性差異  
「性別」（sex）意指生物確認的性徵區別，一般分為男性與女性兩種性別。若因胎兒期發生變化致使無法判定男性或女性，即稱為「陰陽人」。性愛或性慾（sexuality）則意味著其心理層面上，自身認同的性別及其慾望之流向，包括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等性別多樣化（江明親譯，民92）。而性向或兩性關係（gender），乃是一種社會建構（俞智敏等譯，民84），意指社會期望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它是一種人類文化決定的結果。透過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男女行為或兩性關係即出現所謂「男子氣概」與「女性特質」之社會區分。

（二）性別角色與性別認同

1.性別角色

性別角色是社會指派給男女作為男人或女人的期待行為、態度、責任與權力（林瑞穗譯，民91）。它是社會對於特定位置的個人，依據性別所期待的分工、權利、義務與行為模式（葉肅科，民89）。從社會學觀點來看，在日常生活互動中，人們必須學習調整或適應他人的期望，單是生物學仍不足以決定性別角色。在生物遺傳上，個人可能保有某一性別，但在社會層面上，則屬於另一種性別，有時，甚至介於兩者之間。換言之，生物的與社會的結果之間並無固定關係（Money, 1985）。

性別角色的概念包括性別角色期待、性別角色表現。性別角色期待是指社會期待某一性別者從事某些活動內容，例如女人從事烹飪、洗衣服與洗碗盤等工作，而男人則擔任搬運與營建工程等工作。此外，「男人從事軍旅生涯，女人從事護士工作」、「男主外、女主內」均是社會生活的具體範例。而性別角色表現，是指男女兩性依社會期待從事活動所表現的實際行為，例如「男兒有淚不輕彈」。因此，男性表現的行為大多與社會對男性的社會期待一致，而女性的角色表現也大致符合女性的角色期待（宋鎮照，民86；周瑞麗等，民88）。
2.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社會化是認同的基礎，認同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透過性別社會化，男人與女人學習到與其性別相關的期望。對於自我概念的形成而言，性別認同是基本的，並且形塑出我們自己的意象、能力、興趣之看法，以及如何與他人互動之期望。譬如，男人通常被認為具有獨立的、冒險的、勇敢的與剛強的等男子氣概，而女人則被認為應有膽小的、依賴的、溫柔的與善良的等女性特質。
（三）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社會化

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是男性與女性「典型」或「理想」的普遍觀念（Browne,2000），亦即過度簡化但卻強烈維護的男女特徵之觀念。它往往是透過形塑有關男女「天生」適合某種任務之觀念，來協助性別角色之維繫（林瑞穗譯，民91）。

功能論社會學者派深思（Talcott Parsons，1902-1978）將男性以事業成就為中心之角色稱為「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而將女性以柔順與情感付出為中心之角色稱為「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s）。Judith Butler（1993）在其著作中曾經對「性別」做過討論，他認為：性別並非固定的標準。事實上，它所呈現的是一種流動的狀態。因此，對於所謂的家務分工，事實並非根據某些刻板印象的男女分工來限定，而是由誰有時間與偏好來決定（Parrillo et al., 1996）。
二、生命歷程

幾乎所有的社會都會把個人的一生劃分成一連串的階段，並預期他們在每個階段中會有不同的事情要做，而此階段的內容得視個人生物年齡與特定社會需求而定，這些階段共同構成了所謂的生命週期或「生命歷程」(life course)。生命歷程取向是終身過程，包含老年在內的角色差異與角色變遷（Baltes,1986）。因此，生命歷程可說是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階段之順序(Elder,1987;O’Rand and Krecker,1990)。

一般美國文化認為：生命歷程可分成四個階段：童年、青少年、成年與老年（林瑞穗譯，民91）。社會學家認為：個人生命歷程的經驗與社會歷史的變遷之間具有密切的互賴關係（Riley, 1987）。在理論觀點上，社會學者用「生命歷程觀點」（life course perspective）來審視人們的生活經驗是與其社會歷史脈絡相關聯的。在每個世代裡，獨特的生活事件往往形塑這些年齡團體的社會經驗（葉肅科，民89）。在生命歷程觀點看來，各階段的發展是多面向的，而且是相互關聯的。就不同的個人而言，發展模式也不盡相同，例如，有些老人可能經歷某種程度的記憶衰退，但卻依然具有創造力（Hooyman and Kiyak ,1996）。

要言之，社會學者用生命歷程觀點來詮釋生命歷程，他們將人們的個人屬性、角色扮演、生活經驗事件與其社會歷史脈絡相關聯（Stoller and Gibson, 2000），並且強調個人傳記、社會文化因素與歷史時間是相互關聯的。雖然心理學者與其他學者也研究生命歷程，但是，社會學的獨特性在於他們將個人與其生活的社會脈絡相關聯。
三、社會建構

若是仔細檢證社會化過程，當可發現：我們的日常生活是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過程。這意味著：社會的制度、組織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往往是社會界定的過程與結果。根據現象學學者引用舒茲（ Schutz ）、葛芬柯（ Garfinkel ）的觀點，將老化事實與老化概念放入括弧（ bracket ）內「存而不論」，以檢驗社會建構之經歷。某些老年人被媒體披露是孤苦無依、貧病交加，閱聽人被社會形塑，老年人也果真以為自己是如此，殊不知這是老年人的「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作祟。

早在清朝時代，政府官吏貪污，為了錢財與英商勾結走私鴉片，殘害自己的百姓。在民生方面，自清朝中期以來，人民生活相當困苦，存有對現世逃避心態的人，就藉由鴉片來麻醉自己，企圖忘記痛苦。因此，鴉片問題一直無法有效的解決。雖然政府曾下令不准販賣鴉片與開設煙館，但是，都沒有太大的作用，鴉片輸入量依然持續上升。由此觀之，「禁藥」與「非禁藥」之區分，並非藥理學的決定，而是具有錯綜複雜的商業利益、國家醫藥政策與社會心理因素等社會建構的糾結關係（王明智，民90）。
就此意義而言，施用毒品被「污名化」，也可說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另外，當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等有關單位將有心改過遷善之出獄人稱之為更生人時，「更生」二字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四、重要他人

張春興（民79）認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指在個體生活環境中對其影響最大的人。根據班都拉社會學習理論的說法，個體是透過觀察而模仿具體行為。研究顯示：獲得父母、師長、同學與好友等重要他人較多支持者，會比較看重自己，而愈沒有獲得重要他人支持者，其自尊也相對較低（吳怡欣，民87；Lackovic－Grgin,Dekovic,＆Opacic,1994）。一般而言，重要他人可能是父母親、兄弟姐妹、親戚、師長、同事、朋友與伴侶。

邇來，隨著社會變遷，家庭功能日漸式微、價值觀扭曲、功利主義充斥，家庭功能不健全，社會問題自然層出不窮，間接影響犯罪率的提高。調查研究發現：受刑人自認為，能夠幫助他們改過自新的重要關鍵，除了就業機會外，就是家人的支持（蔡馨儀，民89）。因此，家庭是社會的基石，是孩子接觸到的第一個社會單位，也是孩子學習愛與被愛的地方。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態度與子女在家庭裡被接納與肯定的程度，對於子女未來是否行為偏差、違反社會規範具有重大影響。
五、社會支持

何謂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截至目前為止，尚無一致性的定義。社會支持之概念源於社會學中的社會凝聚力（social solidarity）與社會連結（social bound）。早期，Caplan（1974）提出：社會支持是指個人面臨壓力情境時，身邊之家人、朋友或其他重要他人能給予不同形式之支持與援助；Cobb（1976）認為：社會支持型態應含括實質幫助與資源提供；Cassel（1978）則主張：在壓力的社會心理歷程中，社會支持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Lin（1986）社會支持概念是隱含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連結，可分為社區、社會網絡與親密伴侶等三個層面；Caven & Welman（1973）的說法，社會支持的形式可分為有形的社會支持與無形的社會支持二種；Dean & Lin（1977）、Thoits（1986），以及張笠雲（民75）等國內外學者也提出類似的分類內容，他們將社會支持分為工具性支持與情緒性支持二種（蔡姿娟，民88）。大體而言，各學者對社會支持類別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主要是指情緒性、工具性和資訊性的支持形式。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一探索性研究，目的在了解藥物濫用之男女與性別角色、生命歷程之相關因素。採取質性研究，進行文獻收集與深度訪談；研究對象為曾因施用毒品而入監服刑，現已執行完畢，出獄達五年以上，未曾再施用毒品之人。本研究所選定之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次級資料分析法：基於研究者職場工作之便，首先向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取得曾有吸毒經驗且已出獄戒毒成功之個人，初步瞭解其原生家庭與生殖家庭之基本資料等，並瞭解與探討其性別角色、生命歷程、社會支持、重要他人與戒毒經歷之概況。
（二）深度訪談法：依據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方式，進行「半結構深度訪談」，針對每位戒毒成功的更生人進行100-130分鐘的訪談，並以錄音機錄下每位戒毒成功的更生人訪談過程。訪談對象為戒毒成功的更生人，預計以性別角色與生命歷程之非結構性訪談大綱設計，逐一訪談六位受訪者。由於考慮到性別的可能差異，因此，理想上，訪談對象是男女各三位。
第三章 施用毒品者性別角色之社會建構
第1節 施用毒品者個人、原生家庭背景概述
研究者對於自行戒毒成功之受訪者背景，如：年齡層、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施用毒品類別，以及施用毒品年數等，並無刻意預設立場。為了尊重當事人之隱私權，以及遵守研究倫理，六位受訪者均以不同之編號呈現。

而戒毒成功的更生人，原生家庭之經濟狀況都屬於小康，從事農、工、小販等工作。他們平常的社交圈狹小，觀念傳統保守。
第二節 性別角色、性別認同與性別社會化
科瑪（Comer）在《已婚婦女》（Wedlocked Women）（Feminist Books 1974）一書中指出：女孩總是被期許、鼓舞要依賴、聽話、順從、喜歡持家，而男性則是被鼓勵要有雄心壯志、有自信、積極、向外發展。不論是父母親或親戚，都傾向於帶有「典型的」或「理想的」男孩或女孩的刻板印象，甚至，他們教育子女也需符合「正常的」女性或男性的行為特質（王振輝、張家麟譯，民89）。
一、兩代間之性別角力戰

有些父母親思想觀念保守傳統，對於性別角色、性別認同觀念相當刻板。女生必須是文文靜靜、順從聽話、端莊文雅；而男生也必須乖巧懂事、舉止合宜、謙恭有禮。偶獲鄰居或親友一句「你們家孩子真乖，您的孩子教的真好」誇獎時，家人就會高興許久。但是，子女之言談舉止若有逾越之行為，即施以嚴加管教，否則，有失「禮數」（台語）。事實上，這是符合社會對於男女兩性之期待所呈現出來之行為。 

性別角色議題不只存在於本省籍傳統家庭，在外省籍家庭中，亦有類似情形。早在民國四十年代末期，兩岸戰局丕變，跟著政府大批撤退之國軍以外省籍人士居多。由於參與戰火，加上當時是外省籍人士當政，有其民族優越性。但是，卻也與本省籍人士格格不入，受訪者之一言其年幼開始便常被本省籍小朋友罵「外省豬仔」，心裡不是滋味，但父親卻訓其：「男人應該雄啾啾，氣仰仰，哭哭啼啼像什麼？」

二、性別社會化與角色期待
從歷史發展脈絡中得知：在父權式的性別教育下，女性往往被賦予雙重角色。她們在家庭與社區中不僅要扮演照顧老弱之「保護者」角色，也要在父權社會中，變成應得到男性照顧之「被保護者」角色。簡言之，男性依然是家庭經濟之主要提供者，而女性則是家庭中之消費者或依賴者。若是無法符合社會對性別角色的一致性，或是發生性別角色衝突時，是否需要一味的拉回期待中之性別特質，甚至加強性別社會化，使其學習到與其性別相關之期待？研究者認為：兩性差異並非全然與生俱來，實乃因社會文化因素被刻意強化或被形塑，而存有生物差異、心理差異之結果。兩性之間應該可以容許其相似性，過份強調性別差異會造成社會實相或意義的扭曲，甚至可能因而衍生反效果。
三、家庭經營與家人互動

莫黎黎和王行（1997）的研究發現：父親知覺到自己要花時間給孩子，但在一天僅有廿四小時的情形下，父親面臨著工作與家庭在時間上相互排擠的效應。無論如何，當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時，通常是工作擺第一。文本「三字經」開宗明義：「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遷，養不教、父之過」明白道出父親角色在於教化兒子。《顏氏家訓，教子第二》：「父子之嚴，不可以狎……狎則怠慢生焉。」父親為了維持其權威與倫理秩序，父子關係保持疏離，似乎不鼓勵父親與兒子建立親密關係，從傳統文化中似乎有跡可尋。《韓非子.六反》篇提到：「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這意味著：薄愛加上棍棒，所培育出來的孩子大多是好的，它是早期父親棍棒式教育的寫照（引自：吳慶元，民93）。但時空變遷，「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未必適用於當代的「草莓族」。父母親教育子女之觀念若未能迎合整個大社會，則親子關係疏離是必然現象，甚至可能衍生出諸多青少年問題。
四、毒品與兩性關係
研究指出：女性較易因情感的依附議題和男性在一起，進而一起嗑藥，或成為男性成癮者的共同依賴者（程玲玲，民86）。李美枝（民87）研究顯示：親密兩性關係常與女性犯罪有關，李氏強調：「上癮之後，與同樣有毒癮的男人成為患難鴛鴦是有的。」李孟真（民89）研究發現：幾乎每個女孩子都有過一段漂流不定的逃難歲月，伴隨男友走天涯。因此，逃難、流離、漂泊不定的生活，對自己的未來無法掌控，更遑論維繫一段情感，使兩性關係徒增變數。

第四章 施用毒品者生命歷程之社會建構

第一節 施用毒品者生命歷程的特色
本研究六位受訪之施用毒品者，其原生家庭背景相當單純，父母親屬農、工、商之社經地位，對孩子還算關心。但是，因為在其生命歷程中，有些許處置不當之情事，卻造成往後難以彌補之缺憾。
一、「自主與控制」的生命主題
有自己的主見、思考獨立，自己安排生活，為了求生存，靠自己的毅力和努力去來克服逆境，勇於向命運挑戰，以掙脫（家人）控制。McCubbin等人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對於家庭問題、自身之社會網絡、朋友關係、自我疏導能力等因應能力，以及親子間之壓力與緊張等，與他們的濫用藥物行為有很顯著之關係（胡萃玲，民85）。Cox 與 Klinger（2002）的研究指出：決定用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源自其生活中各領域之情緒滿意度。如果一個人無法從正向誘因得到滿足，那麼，他更可能轉向尋求酒精或其他物質來作為得到快樂的方法，或作為情緒放鬆之道。

二、渴求被愛
施用毒品者個人行動背後，往往隱藏了許多不為人知之經歷，有人經歷過暴力，有人受過傷害，身處愛恨交織的情感中。戒治班少女對於擇偶條件的看法，「被疼愛」幾乎是所有人企求渴望的第一選擇，「被疼愛」之渴求，又往往是另一場風暴的開端。當毒品遇上了愛情，或愛情遇上了毒品，情感關係將不再是單純的兩人濃情密意（李孟真，民89）。對情感之價值觀卻流洩出另類之交換意涵，溫柔的陷阱竟然成了無法抗拒的夢魘。
三、抗拒宿命安排
不論是年幼時期的不如意、青少年階段的叛逆與反抗威權、成年階段的不順遂情事，他們／她們會抗拒認命。在他們看來，或許，只有如此，才能適應當時的環境。楊惠婷（民90）藥物濫用青少年生涯發展歷程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失愛成長；第二個階段：衝突離家；第三個階段：追求刺激；第四個階段：重新建構；第五個階段：正途謀生。
第二節 施用毒品者的生命歷程轉變

艾瑞克森(1950)在其大作《兒童與社會》中指出：人們面臨生命歷程的八大挑戰，分別是嬰兒期、幼兒期、學齡前、學齡期、青少期、青壯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各各階段都有其不同的發展任務，發展任務與目標若若未能達成，則將影響下個階段的發展。
一、低自尊、低成就，自己作主人

Yvette（1980）指出：青少年藥物濫用是消極自我意象的結果，其低自重感與低成就感係源於師長與父母等之標籤作用。另外，探討青少年之吸毒原因，除了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交友不慎等交互作用外，個人本身之人格特質，例如缺乏因應壓力的能力、缺乏自信及自我肯定的能力、缺乏成就動機，以及生活空虛等（張黛眉，民81）亦是重要因素。因此，濫用藥物即成為暫時解除心靈桎梏之方法（張伯宏，民89）。
二、汙名化與羞辱感
對每位經歷過吸毒經驗之受訪者而言，普遍存有「沒臉見人」之污名化與羞恥感。這或可從電視媒體中之人物採訪，經常可見到受訪者拿著衣物或戴著大帽子來遮臉，或是受訪者的臉部被打上馬賽克處理等情景，可知何謂「沒臉見人」、「羞於見人」。李元邦（民80）曾就污名（Stigma，或翻譯成烙印、烙痕）之形成過程作探討，在他看來，「污名化」是由於社會中的個人屬性違反社會標準，而受到有意或無意之污名。個人對於污名之認知，可能是因他人的反應而來，也可能是個人的自覺，面對家中有人吸毒，通常都會盡量圓謊，或找藉口缺席，以維護自身形象。
三、家人包容與關愛
據調查：家中有人吸食毒品往往造成家庭壓力，產生許多無奈與心酸。有家屬表示：來到戒治所才發現原來還有其他人跟自己有同樣的問題，自己家人的問題原來不是最嚴重的，所以，他對家人的戒毒更有信心（陳妙平，民90）。因此，對於施用毒品者而言，家人的及時關懷與包容是相當關鍵的因素，這在戒毒路上具有加分效果。
四、頓悟生命的希望

對施用毒品者關心與勸戒程度如何拿捏是一大難題，往往令家人頭疼。過之，容易造成施用者更大反彈，引發家庭衝突，讓施用毒品者更有施用毒品之充分理由；不及，則讓施用者傾向同儕同學或同輩獲得人際關係的需求滿足。因此，家人間彼此之互動相當敏銳，影響深遠（董淑鈴,民88）。六位受訪者出獄後，終能堅持不再碰觸毒品，家庭與家人(父母親、配偶或孩子)可說是他們生命中的希望，也是支持他們戒毒的重要來源。
第三節 施用毒品者生命歷程的影響要素

一、家人關懷

我們長久處於自己的傳統家族系統中，彼此的角色、關係都已經定型。因此，很容易的沿用舊系統中的思想模式來處理家人關係，並嘗試用自己的力量來牽制家人。雖然許多學者專家一再強調：日常生活中給予關懷，以鼓勵替代批判之重要性，但在現實生活上，能落實執行者卻少之又少。或許，因為台灣老一輩的父母親是在被處罰、被責難的文化裡長大。據研究，從犯罪之人（尤其是青少年犯）之背景可以發現：他們大多出自有問題的家庭，至少，是缺乏溫暖的家庭（孫義雄，民85）。根據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於八十八年間針對假釋出獄者六一九人施以問卷調查結果：假釋出獄者出獄後支持其遠離犯罪之原因，以「擁有家人之支持與鼓勵」最多，顯見家人關懷對出獄者出獄後之更生非常重要（法務部，民88）。本研究的受訪者中，亦不乏因為家人關愛與支持使其動容，而決定更生向善。

二、妻子體貼

我們經常要求配偶是完美的，卻忘了自己只是一位平凡的人，夫妻二人以恩慈、包容、體諒之心對待對方，夫妻關係才能愈加親密。「給伴侶犯錯的權力」（黃素菲、許伶楓譯，民93），從犯錯經驗中學習，並與伴侶共同成長。受訪者曾言「只有老婆挺我，我被關的時候，她沒有訓我，沒有怪我的不是，一直鼓勵我。等我出獄，我真的很感動，男人再怎麼逞硬漢，都會被感動的。」
三、管教態度

在當今使用的性別量表中，沒有「善忍」的特質在內。可能接受了西方文明影響的現代中國人，個人主義意識抬頭，逐漸失去了「忍」的精神與認知。因此，愈來愈多的孩子不再忍受父母的管教權威（李美枝、鍾秋玉，民85）。無論如何，不管是傳統的嚴格管教模式，或現代的民主開放模式，為人父母者「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裡卻是一樣的。父母照顧子女的角色是無人可以取代的，有些父母平日忙於工作，卻疏於與子女培養親子感情、冷淡的家庭關係或父母失和的衝突性家庭關係，容易引起子女的緊張與不安，孩子吸食毒品行為只是反抗心態所致，卻也成了父母未能善盡負責任下的犧牲品。為人父母者，不妨多花一點時間與孩子溝通，進一步了解其行為背後動機，試著瞭解他們的心境，讓他們相信父母在他們有困難時，會跟他們一起尋求解決之道，孩子的成長需要父母的陪伴，肯定子女的表現與成就，建立子女多方面的價值觀，讓子女滿足自我獨立的需求。
四、子女模範
我國的少年犯罪成因，來自家庭者，佔百分之四0˙五六，顯示少年犯罪與家庭有相當的密切關係。而家庭因素中，又以管教不當居首，顯示親職教育仍有待加強，親職角色與親子關係的發展會隨著子女年齡的改變而有不同。雖然父母永遠是父母，但是，他們的角色定位卻會因為子女的成長而從主要照顧者轉為指導者、教育者，最後成為朋友。這些親職角色之改變需要隨著子女成長而作部分修飾，如此才能在家庭生命週期裡建立良好之親子關係（葉肅科，民89）。彼此互信互諒，以對方為傲、互為榜樣。因此，重視親子關係、家人態度之家庭，對於成為子女之典範有重要的影響。
五、自我要求與向善又向上

Patricia Farrell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情緒地貌（emotional terrain），你並不需要建議和藥丸，一位導遊和旅途所需的正確地圖與工具才是你真正需要的（張美惠譯，民92）。因此，唯有自己先瞭解自己，改變自己的習性、觀念與個性等，才能追尋生命新契機。自助方能人助、天助；更生爾後自立。若說犯罪防治工作者是「人性的工程師」，那麼，戒治工作者便是「心靈改革家」。戒治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吸毒者「重建個人心靈」。如果吸毒者本身具有改變的意願，那麼，專業助人者在進行戒治工作時便可產生較大的功效（呂自守，民91）。
第五章 戒毒成功更生人之社會建構分析

第一節 誰界定戒毒更生人的「成功」？
究竟需要戒毒多久，才算戒毒成功？此乃施用毒品者及其家屬共同之疑問。就「社會」作為一個分析單位言之，尚未有任何社會可以通告天下其「戒毒成功」（楊寬弘，民84）。觀察國內情況，坊間戒毒模式很多；有人經由戒治、與外界隔離、民俗療法、中藥治療法、針灸治療法、睡眠治療法；亦有人是靠自己的毅力，或依靠宗教戒毒，有人以心理諮商輔導方式等，不一而足。但是，並沒有絕對優質之戒毒模式可適用於每一個人。

對於毒品戒治成功之定義，美國與我國看法雷同。美國所指的戒治成功是：「生活上有毒品戒除、經濟性的製造、有生產能力、反社會行為消除方面的改變。」而在我國，戒治成功即為：「尿液呈現陰性反應、社會及家庭生活適應與預防復發、不再吸毒。」（林健陽、黃啟賓，91）「吸毒一時，戒毒一世。」截至目前為止，從事第一線戒毒輔導工作人員，尤其已經階段性完成戒毒而從事福音戒毒之輔導人員，均不敢自稱其已戒毒成功。因為他們認為：戒毒是一輩子的事情。因此，本文所謂戒毒成功，乃以坊間戒毒處所所規定之入所戒毒期限為參考，以及根據法務部對「再犯、累犯」之解釋，作一界定。換言之，凡入監執行完畢出獄後，一至五年以內不再施用毒品，我們即界定為戒毒成功。本研究六位受訪者出監後迄今分別達六年、八年、九年之久均不再沾染毒品各有二位更生人。
第二節 戒毒成功更生人的問題與需求

施用毒品之人一旦戒毒成功後，終究還是要回到社會，與社會接軌，以適應社會生活。但是，在社會建構下，一般人往往將「吸毒」視為違法或偏差（deviance）行為，甚且破壞社會規範，威脅社會安全。從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觀點而言，這是「主流」社會認定的標準，亦即社會上具有解釋道德標準者所認定之標準。從標籤理論觀點來看，違反社會規範之偏差者容易被貼上標籤。面對種種戒不掉的現象，其所衍生出來的是機構建構了吸毒者對戒毒的無法控制（林盈慧，民89）。所以，需要各種機構提供各種不同功能的戒毒機制。譬如說，醫療疾病模式觀點認為：吸毒與上癮是一種慢性疾病，也是吸毒者無法控制的情況，所以需要專業治療。監所相關人員也認為：吸毒者是在找藉口，是他們無法下定決心，所以需要被隔離與管理。而福音戒毒認為：吸毒者承認他們對毒品真是無法控制，因而期盼能以信仰力量來戒毒。至於相關工作人員，則期待戒毒者能一輩子戒毒才是戒毒。因此，吸毒者乃被建構成沒有自制力與自動自發之能力，極需要矯正機關、正式組織與相關工作人員不斷地鞭策他們。因此，戒毒成功之更生人於現實生活中，仍有諸多問題有待重視。研究者將其整理、歸納出三大問題與一大需求，茲論述如下：
一、更生人自律問題

有更生人認為：「出獄後能做什麼，在牢裡面早就想過了。還是混啊！沒辦法，以前在道上混，根本沒有什麼專長。以前幹慣大票的，現在一個月賺一、二萬或二、三萬塊薪水，根本不可能。就算自己願意，社會也不見得會接受我們。」更生人察覺到一個有前科紀錄之人，常會被社會建構成一個十惡不赦之人，像士林之狼楊姓受刑人雖早已考上台大社會系，但社會建構下之社會輿論也引來更多韃伐之聲，讓楊姓受刑人得假釋卻不能假釋。這種被社會排斥與歧視之前科包袱，讓有心在社會重新立足之更生人處處碰壁，油然而生之自卑與偏激心態可想而知。

二、更生人就業問題

美國聯邦系統規定：假釋犯出獄需簽定工作承諾。若不工作，則給予六個月時間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則再回監獄。其實，這種以受刑人需對社會提供生產力的方式，以作為假釋出獄的條件，在國內施行是有其困難或限制的。因為，目前，國內對於預防再犯自願性失業（有工作但不願意工作），並無強制性的規定。從事更生保護工作第一線的工作者抱持著「給他機會，不以過去的錯誤否定現在的他，更不願在他身上貼上任何負面的標籤。」但是，一般社會大眾肯接受曾有前科之人畢竟有限，更別說是雇主。更生人挑工作，雇主也挑員工。若是因應市場需求，更生人原有之技術，隨著科技發展而銜接不上，或者是更生人根本沒有一技之長，也會影響更生人之就業。根據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士林就業服務站表示：雇主所提供之工作機會，大多屬於較低層次，例如：清潔工或粗工之類的。以前還有大樓管理員，自從「保全法」實施後，連大樓管理員也不允許有前科的人任職。因此，除非是真正有心的更生人，否則，很難適應工作環境。
三、信任度問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為協助更生人心靈建設，灌輸正確職業觀念，以鼓勵更生人抱持積極態度來面對就業問題，乃結合民間企業主進入監獄為即將出獄之受刑人辦理「扶持您再出發—協助更生人就業活動」，廠商於現場受理儲才登記。此項活動設計之用意是：受刑人出獄後馬上就有工作，得以與社會接軌，使其及早自立更生，重新生活。此案委託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擇請十個分會承辦，於九十二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辦理完畢。以宜蘭分會辦理情況來說，有二十二個廠商現場儲才，提供五十八個職缺，登記二十三人次，經追蹤六個月，出獄後前去就職者零人。

其實，受刑人在監獄裡，早已習得監獄文化。因為，監獄是一種直接來自官方的社會控制機制。它對偏差行為者施予剝奪自由，使罪犯了解破壞社會規範者必須受到相當處罰。但是，在監獄裡，若有悛悔實據者，由監獄長官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因此，監獄裡有任何活動，受刑人都會去捧場。不管監獄安排什麼，他們都認為是作秀，但會全程配合參與。長久以來，由於更生人身分的特殊性，致使他們對人不信任，人際關係孤立、疏離、缺乏安全感。他們總在社會邊緣徘徊，不相信社會還有人會伸出雙手來接納他們，更不相信自己還有機會更生。此種心態若不能及時有效的矯正，將是社會的一大隱憂。

四、安定需求
預防再犯之重要關鍵在於「安定需求」，這些包括：生活環境的安定、生活方式的安定（包括工作、學業、家庭、婚姻、交友等），以及自我覺醒的安定（包括習性、自信度、反省程度等）。譬如，有一份工作固然很重要，然而，維持一個常態的、穩定的工作習性和工作狀態，更為重要。因為，有些更生人剛開始工作時可能會很認真工作，一旦鬆懈之後，就愛做不做，在職場上只看到別人不好之處，卻沒看到自己也有不好之處。因此，經常換工作，工作無法持久，生活充滿不穩定性，更會感受到社會排斥而容易牴觸社會規範，又被送回監獄。由此觀之，安定性的需求對更生人而言是相當的重要，
第三節 戒毒成功更生人的重要他人探討

有不少在監執行之受刑人在入監執刑前，與家人關係早已存在諸多潛在性問題，例如：溝通不良、親子關係疏離等。蔡德輝、楊士隆（民91）的研究發現：少年加入幫派的一個危險因子為「家庭結構與生活」，例如：親子互動、父母管教態度、方式、一致性，以及父母監控程度、社經地位、家庭結構。侯崇文、侯友宜（民89）的研究也指出：青少年樂於參與幫派活動，主要原因係活動給了他們自我、獨立自主，以及被尊重的感覺。研究顯示：多數的少年在加入幫派前，均比一般少年具有更多或更嚴重的偏差行為，甚至已犯有「刑事」前科，例如吸食毒品。
因此，家庭往往是影響個人是否遵循社會規範之重要外在條件之一，也是更生人更生過程的重要關鍵。吸毒者因長期使用毒品，嚴重破壞身體組織與腦部細胞，導致認知、情緒、行為與人格的偏差，經常做出傷害家人之行為與舉動，造成家人不諒解與不信任。尤其長期施用毒品而無法對家庭擔負應盡義務，影響家庭生活，致使家人承受外界貼標籤、不諒解、歧視和排斥，甚至被邊緣化，躲在角落裡暗自痛苦哭泣，徒增家人悲痛和憂心。另一方面，施用毒品者對家人持有虧欠心態，內心自責，不得不為家人戒毒。因此，家人支持成為戒毒成功更生人之重要他人。六位受訪者均不約而同的表示：家人的支持與接納是他們決定戒毒，甚至戒毒成功的重要關鍵。
第四節 戒毒成功更生人的社會支持分析

探討社會支持之主要目的是：希望看到各個不同支持來源所造成之影響。本章節擬從社會支持角度探討更生人如何在傳統家庭體系中重新建構其社會支持，使其成為戒毒成功之支持來源。對於毒品施用者而言，這不僅是一項重大考驗，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必須強調的是：更生人接受社會支持之主觀評估與感受，是決定其知覺的關鍵。對於戒毒更生人來說，獲得社會支持具有正向的意義。
黃永順（民93）針對出獄更生人所進行的「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調查發現：曾參與該方案各項活動之已出獄更生人表示，參與該方案對其出監後之家庭適應有幫助。受刑人對於家庭支持方案之執行也提出類似看法，強調該方案有助於增進受刑人與家人之互動與了解，並且協助受刑人為將來重新進入社會作好準備。

一九六○年代，美國總統詹森曾提出「大社會」之觀念(the Great Society) （鄧煌發，民93）。該觀念認為：人民是國家最大的資產，國家富庶有賴於每一位人民努力。更需要加強犯罪者之能力，使他們能夠「再整合」到社區中。呼籲出獄更生人參與社會事務，社會支持對於更生人之復歸社會具有極大效果。英國刑罰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有一句名言說：「出獄之人，如自天空墜落之物，倘無網罟攔截，非傷即死！」清楚道出出獄人重返社會，倘無社會扶持與幫助，恐難順利復歸社會。終身志工孫越先生曾說：「人的身心靈得到幫助，就能平衡，不會犯罪。」
常言道：「政府的力量有限，民間資源卻是無窮。」任何戒毒計畫必須包括成癮者回歸社會之適應與重建，建立有效之社會支持系統，讓政府和民間一起從事犯罪矯正工作，建構一個完整且優質之社會網絡，例如醫療服務網絡、社會輔導網絡（對於適應不良者提供輔導服務，如生命線、張老師）、社區服務網絡（如：就業服務、社會救助、社團服務、殘障服務等）。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共同跨部會、跨組織、跨專業合作，使更生人一時NG（No good）之人生，不但有悔改向善之機會，也有重新做人之信心。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於：透過性別角色與生命歷程之社會建構理論觀點，試圖去了解臺灣毒癮男女施用毒品與戒毒成功的影響因素與關鍵。根據六位受訪者資料的歸納與分析，本研究也獲得某些重要發現。以下論述，即為本研究結果所作之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重要發現
從上述各章節之分析與討論，本研究約略可歸納出以下的研究結果：

一、不敢告訴您我是誰，以保個人尊嚴。

舉凡施用毒品者，都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市井小民，但個個卻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過去的任性、無理、荒唐、無知、墮落、蕭條，如今已戒毒成功，理當勇於現身作見證，然而，在社會建構下，「吸毒是很丟臉的」、「吸毒是祖先沒保佑，作孽」、「吸毒是骯髒的」，吸毒身分一旦被揭露，被貼標籤、被污名、被羞辱，對他們而言，將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因此，戒毒成功者寧可選擇不主動告知其過去的吸毒種種，以保有個人最後的人性尊嚴，方能與他人平起平坐。
二、懊悔總在事件發生後

「一樣米，養百樣人。」在個人生命歷程中，施用毒品者對事件之感受因人而異，同一個家庭中父母帶大之子女，卻有不一樣的行為反應。對施用毒品者而言，吸毒當下永遠感受不到家人任何的關愛與勸導，生活重心除了毒品之外還是毒品。非得等到與家人撕破臉，惡言相向，甚至被警察逮捕、被關入監所後，才逐漸覺察家人的疼愛，心中充滿虧欠與懊悔。
三、家人是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也是戒毒成功的關鍵。

對於施用毒品者而言，需要家人關愛是確定的。愈是在意家人，愈想知道家人是否還會在意？家人關係不僅僅會影響吸毒者生命歷程的發展，家人的支持與接納也成了幫助施用毒品者能否順利戒毒成功之關鍵。從六位受訪者訪談中得知：家人是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也是戒毒成功的關鍵。家人不計前嫌的持續關懷、接納與鼓勵，可讓施用毒品者感知家人的想念與關愛，若是萌生悔意，加上毅然努力的戒毒，終能戒毒成功。

四、性別角色容有彈性，個人絕非被動的承受物。
父母親基於父性、母性的光輝，對子女表現關愛的方式，身為子女的未必有一樣的體會。父母親沿襲上一代的傳統性別角色之社會認知與期待，往往要求子女遵循「男子氣概」與「女性特質」的文化禮教，卻忽視子女間可能的個別差異。其實，經過社會化學習後，兩性間的性別角色容許有其相似性。若是一味刻意強調性別角色差異性，可能造成性別刻板印象的強制現象。因為社會化的個人絕非被動的承受物，而是具有有能動性的施為者。對於具有叛逆或非常性別之子女，若是不能因勢利導而壓迫子女於既定性別角色範疇內，極可能產生反效果，或讓父母與子女同感遺憾終生。

根據本研究深度訪談的資料，透過層層抽絲剝繭的分析，共歸納與整理出下列四大重要發現：
一、性別角色

（一）不同省籍人士，男性被要求獨立、有權力慾望、具領導能力、自信等特質，屬於外在世界；而女性被要求柔弱、服從、依賴與文靜等特性，她們的天地在家庭裡，行為表現若不符合或自認為無法符合社會期待，則均以違反社會規範來凸顯問題。因此，有關性別角色之意識形態，無省籍之分。

（二）女性第一次施用毒品行為通常是由男性朋友介紹，而這位男性朋友往往是伴侶或同居人。因為女性比較屬於情感性角色，而其毒品來源也來自伴侶或同居人提供。女性為了表示對男性伴侶之認同，施用毒品變成一種重要社交行為。另外，女性也常因污名化所帶來的傷害，常以負向自我評價、自卑心態（例如：很丟臉）來面對非吸毒者。

（三）從施用毒品至在監執行期間，最悲痛、難過、痛苦、難堪之經驗中，男性對於此經驗是與男性之面子、尊嚴相關（分別是：有錢買不到藥，被一哥刁難、妻子與女朋友先後跟人家跑了）；而女性之經驗則是因家人為她所付出之行為，令她動容與難過。因此，男女兩性對於最悲痛、難過、痛苦、難堪之經驗反應，有顯著差異。

（四）男女兩性對於自己所難堪、悲痛之對象與女性有明顯相關，分別是母親、姐姐、妻子、姑姑等。而曾讓施用毒品者動心想過改過遷善者，也與女性有絕對相關。其中，五位女性因即時發揮女性關心別人、溫暖的、細膩的、感性的等之女性特質，讓當事人不再吸毒；另一位女性，則是當事人視為無法與其同甘共苦之妻子及女友跟別人跑了一事，以此激勵自己日後更應發奮圖強之助力，化阻力為助力。因此，在此經驗中，性別差異顯著，女性角色明顯凸出。
此外，施用毒品者所以能夠戒癮成功，除性別因素之外，對於事件之感受與感動程度，對爾後之更生影響甚鉅。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此種感受乃是個人主觀之覺知。從六位受訪者訪談中發現：人在監獄服刑中，他們或她們對事件之主觀感受尤深，一致性較大。
二、生命歷程

（一）本研究對象中，施用毒品者在家庭子女中之排序分別是：3/5、3/4、5/5、2/4、8/9、6/6（以3/5為例說明，表示家裡有五個子女，排行第三）。在此研究中，家裡排行老二至老么，均有施用毒品現象，出生序排行老大者卻無施用毒品現象。
（二）研究對象中，第一次施用毒品年齡分別是：十四歲二位、十六歲一位、十八歲一位、二十五歲一位、二十六歲一位，時間點都集中在青春期期間至成年前期。其中，三位女性第一次施用毒品年齡都集中在十四歲至十六歲之間，而男性則有二位是集中二十五歲至二十六歲之間，且與工作有絕對相關。在此經驗中，毒癮男女與其生命歷程有明顯差異。

在此階段，個人人格尚未發展成熟、缺乏自信、低自尊、態度消極沮喪、尋求刺激、情緒不穩定、好奇心，輕忽毒品的危害，是導致個人吸毒之危顯因素。誠如涂爾幹的脫序或失規範（anomie）理論所言：置身於其中的人無恆定的價值可依循而產生茫然、疏離，以及緊張壓力。青少年藥物濫用，與此社會狀態有相當的關係（傅仲民，民84）。心理學家赫爾（G. Stanley Hall, 1905-1981）描述青少年是暴躁與壓力的時期，他宣稱：青少年在被推進成人世界之前，應給予機會去實驗與探索現有的各種角色（林瑞穗譯，民91），以適應蛻變中的社會。
（三）研究對象年齡，女性分別是二十九歲、三十歲、三十五歲，男性分別是三十九歲、四十三歲、四十四歲，其年齡層正好都集中在成年階段。

根據Sanjay Srivastava 博士和 Oliver P. John博士研究發現：在個人的生命中，人格特質是逐漸而非系統性的改變。有時，三十歲之後的變化比三十歲之前更多。在成年階段所增長的良知、悅納和減少神經質特質，顯示一個人成熟度提昇。大體上而言，年紀較大時，個人變得更能適應自己與社會，因而也能穩當的步入中年（荷華譯，民93）。

（四）研究對象中之家庭結構健全，但家庭關係冷淡、衝突、緊張，親子關係疏離、不和諧、協調性弱。施用毒品者和家人之間是彼此操控，家人愈是對施用毒品者進行控制，施用毒品者反彈就愈大。雙方彼此都處在敵對與怨懟，愛與恨，憤怒與罪咎等強烈矛盾衝突中的情感拉踞中。在個人人格養成與社會化過程中，家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家庭裡，個人若無法獲得親情、撫育、保護、歸屬，也無法習得道德規範與價值觀念。家庭關係冷淡、衝突、緊張，以及家庭功能喪失，將導致個人人格發展不健全，容易形成偏差行為，造成社會問題。研究發現：施用毒品之人格特質傾向於主觀、悲觀、憂鬱、逃避、低自尊、服從性低、情緒負向、適應力差等。對家庭適應愈不良的青少年愈可能施用毒品，施用程度也愈嚴重。交互影響下，可能產生惡性循環。

（五）對於家人而言，對施用毒品者施用期間之關心與勸戒程度如何拿捏是一大考驗。過之，容易造成施用者更大的反彈，引發家庭衝突，讓施用者更有施用毒品之充分理由；不及、不理，則讓施用者傾向同儕、同學或同輩獲得人際關係的需求滿足。因此，在其生命歷程中，施用毒品者與其家人間之彼此互動關係如何，將影響他們是否繼續施用毒品。

（六）本研究發現：在原生家庭中，「母親過度干涉」、「過度照顧子女」，比較容易導致子女吸毒。就此一現象而言，研究者嘗試以逆向思考此問題，吸毒行為將提供家庭與吸毒者之間彼此吸引，對於家人之間相互關心，親子關係良好，具有正面之影響。在本研究中的六位受訪者，經過矯正機關處遇後，與原生家庭關係反而變得更加良好。

（七）凡戒毒成功者必經歷矯正機關戒治處遇，其在監服刑期間，家人之支持與寬容是影響施用毒品者出獄之後是否能繼續戒毒成功之重要因素，二者缺一不可。因為，在監獄裡，一切事物均被操控，再難戒的毒都必須戒掉。因此，監獄不失為一戒毒最佳處所。吸毒者在監期間，原以為自己被家人唾棄，但在此時，家人的包容與關懷，猶如及時雨，除了可使其減低對被標籤化、被污名化之挫敗外，也能鼓舞其重新面對許多原先不願面對之事物，例如破碎的婚姻、缺損的家庭、挫敗的工作、失意的情場、坎坷的人生。或可鼓勵他們一旦進入社群中，避免因營造常態性生活不易，而造成社會適應問題等。對施用毒品者而言，戒毒是更生的最佳契機。俟其出獄後，工作的銜接，家人持續性的、耐心的陪伴與關心，可增強其對社會規範之遵從。這對戒毒不啻為是一大助力，更是影響能否持續戒毒之關鍵。本研究的六位受訪者，均是在此情況下戒毒成功。但對於戒毒成功之毒癮男女，戒毒成功的顯著差異是：女性所以能戒毒成功，起初都因為父母親的關係，親子關係的改善可增強其戒毒動機。而男性則都因為妻子之故，其中二位妻子的持續關心與付出，是戒毒成功的主要助力。另一位D則因妻子離去，而將它化阻力為助力。簡言之，毒癮男女戒毒成功的顯著差異是：女性因為父母親的關愛而戒毒成功，男性則因為妻子的持續關心與付出而順利的戒除毒癮。
三、社會建構
（一）Brook等人於1990年（引自：胡萃玲，民85）探討個人兒童期對用藥的影響發現：父母親若是重視親子依附關係，並且促進孩子內化父母的價值觀等較強的「傳統性」，則可使孩子也成為傳統性較強的青少年，顯現較少叛逆，高成就取向，也較少結交用藥的朋友。

但本研究發現：父母親價值觀具有較強烈之「傳統性」，則青少年反而更想顛覆傳統，以違反社會規範方式，表達自己不滿之情緒，表現得更叛逆。親子間依附關係較薄弱，衝突性高。此與Brook等人之研究結果有顯著差異。

另外，本研究亦發現：戒毒成功更生人之成長過程中，女性受訪者曾以負氣逃家作為反抗傳統，反而是男性沒有。此與社會建構下之女性是溫暖的、愛家的特質有顯著差異。
（二）施用毒品者在社會建構下是「歹囝仔」，一旦施用毒品後，即被社會污名化，被社會排擠。人際關係互動對象幾乎都以吸毒者為主，生活重心移轉，主動疏離、放棄與逃避非吸毒者家人與朋友。施用毒品得以暫時解脫，逃避痛苦，彌補現實生活中之匱乏，並為自己吸毒行為提供正當性解釋。吸毒後更以合理化理由為自己辯白，例如：施用毒品是不得已的、自己吸毒又不偷不搶，比起其他作姦犯科之徒好太多了。這些試圖掩蓋自己之弱點，並藉以掩飾吸毒行為，其實是在減少汙名化對自己造成的可能傷害。

四、重要他人

有鑑於個人外在行為模式和內在思想觀念大多來自於家庭影響，家庭關係維繫和諧，常是戒毒者精神上最大的支柱（柯俊銘，92年）。多數受戒治人進入戒治所戒毒後願意前去探視者，多侷限噓寒問暖或加菜，對於個人戒治並無實際幫助，瞭解有限，更遑論遭家屬拒絕或偶來關心者。因此，幫助家人進一步瞭解毒品之可怕性與危害性，使其改變對吸毒者的態度，以鼓勵取代排斥、責備，並運用親情給予精神支持，以重建其戒毒之信心。溫馨有愛的家庭是摒絕毒品最有力的堡壘（呂佩珊、 陳滄輝、吳淳綜，民86）。因此，建立和諧健全的家庭關係及親子感情將是戒毒者重要之精神聖糧，也是其生命中之重要他人。在本研究中，六位受訪者均一致表達影響其戒毒成功之重要他人乃是家人，顯見，家人之影響甚鉅。
五、施用毒品者之圈內文化

（一）圈內文化複雜，包括用藥價值觀與吸毒文化等，也沒有道德可言。許多男性會逼自己的老婆或自己的女人用原始的本錢，以身體去賺取金錢，供應他們吸毒。甚至女性，通常會因為施用毒品之便，而與男性吸毒者（尤其是藥頭、販毒者）同居。

（二）圈內兄弟之間相挺「以藥款待」，出獄接風「以藥代酒」、傷心難過「以藥消愁」、閒話家常「以藥代茶」。總之，生活中，高興時用藥作樂、出獄慶祝也用藥、難過更非用藥不可。
（三）在外面混兄弟的，都會自認為：吸食強力膠級數之人屬國小生，因為便宜，好買；用紅中、白板級數之人屬國中生；用速賜康級數之人屬高中生；用海洛因、大麻、鴉片級數之人屬大學生。因為很貴，他們通常是以東西之價格、發作強度、藥效程度來區分等級。
（四）圈內的人互相找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敢講得太清楚，以簡單扼要一、二句術語「幾點、在那裡」就可以，都賣給熟人或朋友帶來的。陌生人比較少賣，因為會怕條子（警察）或線民。因此，經常把自己弄得神經兮兮，整天躲在家裡都不敢出門。
（五）吸毒者為防範警方監控佈線，往往各自發展出一套因應之道，藉由自成之語彙系統，如：安非他命台語叫「糖仔」、「硬的」、「粗的」、「男生」；海絡因台語叫「號子」、「軟的」、「細的」、「女生」，以暗號、密語方式「你有沒有女生的衣服？」「肚子餓了，幫我帶＊碗過來《＊碗即代表藥的量》。」訂貨，以區分圈內人或圈外人，語言在此建構出圈內之認同。

（六）毒品是非法物品，買賣通常是在他們認為安全、隱密、熟識的環境，以「現金交易」方式進行，賣者以此防範風險，而買者《有經驗的》通常也會要求現場試貨，以防被騙，彼此提高警覺，防範詐騙。

（七）「有錢的人，呷卡好仔，沒錢的人，呷卡歹仔。」（台語，語意為有錢就用好一點的，沒錢就用差一點的。）其實，再怎麼有錢，到最後也會蕩然無存，落魄的人很多。

性別角色：


男子氣概


女性特質





污名化


去污名化


(社會再建構)





進入悲痛�感動經驗�





角色界定





重要他人


（社會支持）


1.家庭（女性家人


與妻子關係）


2.圈內文化


3.以毒品取得認同


4.賣給熟識朋友


5.語彙系統


6.經濟資源





生命歷程：


兒童


青少年


成人





施用毒品者








戒毒








142
1

